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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文学期刊研究常和“公共空间”理论结合在一起，以政治的严苛/宽松判断刊物“公共空间”塑造

的成功与否，这样的视角容易遮蔽文学期刊本身的刊物倾向。因此，本文通过对商业策略下1930年代《现

代》杂志编辑理念、批评实践等方面的分析，发现在商业运营目的的引领下，《现代》以参与主体的多

元化、批评空间的“灰色化”尝试塑造“公共空间”下的“文学公共空间”，呈现出兼容并蓄、独立自

由的文化品格。而在此过程中，它并非是“去政治化”的，相反，“文艺”与“政治”曲径通幽的追求

为《现代》杂志塑造文化品格带来了张力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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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literary journal research has often been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public space”, 
using political rigor/leniency to judge the success of shaping the “public space” of publications. This 
perspective can easily obscure the publication tendency of literary journals themselves.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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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ditorial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practice of Modern magazine in the 1930s 
under commercial strategies, and finds that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mmercial operation purpos-
es, Modern attempts to shape the “literary public space” under the “public space” by diversifying 
its participants and graying out its critical space, presenting an inclusive, independent and free 
cultural character. In this process, it is not “depoliticized”. On the contrary, the pursuit of “litera-
ture and art” and “politics” has brought tension and limitations to the shaping of cultural charac-
ter in Modern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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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按照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的理论，诸如报刊、出版社、咖啡馆、戏院等公共媒介/场所，作为现代

“公民社会”诞生的制度性条件，以制造与国家相对抗的“公众舆论”的方式，在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

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李欧梵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一文，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近年来

在“公共空间”理论下研究有关报刊的典型思路。他在此文中提示了哈贝马斯式的“公共空间”与中国

式的“公共空间”不能混为一谈，且认为上个世纪 30 年代之后，由于政治干预的出现，导致“公共空间”

缩小甚至消失，三十年代的文化媒体无法产生哈贝马斯式的“公民社会”[1]。然而，既然“公共空间”

对国家/社会的清晰分化在中国是以一种相对混杂的状态存在的，置身于这样的前提下，对当时文学期刊

杂志的解读显然就应该回到历史语境，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质疑/撇开现成的“公共空间”理论的情形下进

行。且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来说，刊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静态的文学作品集合物，很大程度上，它应该是

交汇着资本、知识与市场等各种力量的特定文化场域[2]。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期刊群落中相当引人注目

的一种，《现代》杂志践行着怎样的文化品格呢？在商业策略下它又从何种层面实现对文化品格的追求？

其背后的张力与限度何在？显然，要确认《现代》的基本立场，就必须将其放到特定的文学生产流程中

去，通过把握其背后的发动、制约或遮蔽其显现的各种隐性因素，才能流露出其相对真实的价值追求和

美学指向。 
处于上海这座带着浓厚消费主义气息的商业城市，1927 年成立的现代书局最初通过出版革命文学赚

取利润，保证资金周转。当时现代书局出版大量左翼倾向书籍，一方面是张静庐追求文化思潮先锋的选

择，另一方面也与其投机的发行策略有关。三十年代中后期，国民党对左翼书籍的查禁越来越严格，虽

然书店经营者有心继续销售左翼文学，但外部强硬的文化政策和处罚手段使他们不得不顾虑书店的生存

问题。1从三十年代初期到中后期，上海社会氛围的转变给出版业带来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同时也波及

到由现代书局发行的纯文学期刊《现代》。创办此刊是由于现代书局鉴于当局对左翼文学的清理查禁越

来越严格，且“上海方面也没有比较像样的文艺刊物”[3]，遂决定重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纯文学刊

物，能够持久地按月发行，使门市维持热闹而带动其他出版物的销售”[4]，填补巨大的买方市场。施蛰

Open Access

 

 

1现代书局的老板张静庐回忆道：到了民国十九年以后，现代书局“总共出版不到三十几种新书，内中还有一部分是新闻学一类的

冷门货，一次就查禁十七种，变成为好销的书没有了，剩下来的都是不能销出去的冷门货。”见鲁迅：《〈铁流〉编校后记》，

《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599~6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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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也明确的说：“我和现代书局的关系，是佣雇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

点。但望有一个持久的刊物，每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也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我主编的《现

代》，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可以把我辞退，另外请人主编。”[5]可见，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

影响下，《现代》杂志的发行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浓厚的商业目的。 
1932 年，施蛰存在《现代》发刊宣言写道：“凡是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因为不是同人

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

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旨在将《现代》杂志创办成为非同人的纯文学杂志，杂志甫一

发行，“销数竟达一万四五千份，现代书局的声誉也联带提高了。”[2]行业雇佣关系下出版的《现代》

杂志，它的商业动机首先一定基于书局营业的考虑，其编辑宗旨必然服从于现代书局创办这一杂志的商

业动机。然而，正如张静庐在谈到杂志发行时所说：“怎样可以使杂志的销路广大起来？……归根结底

只有一句话——内容充实！讲到内容充实，或怎样使它充实起来，这是编辑的事，发行人是在船里着力，

无济于事。”[3]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书局对杂志所要阐释的思想主题和艺术追求却没有太过严格的把控，

或者说，他们可掌控的空间在实践过程中被置换了。毕竟，在施蛰存那里是“因为试想实现我个人的理

想，于是毅然负起这个《现代》主编者的重荷来了。”这也就提示我们，商业策略的外部影响并不妨碍

其内里诸多因素推动《现代》杂志探索自己独特的刊物定位。且在此过程中，它并非是“去政治化”的，

相反，“文艺”与“政治”曲径通幽的追求为《现代》杂志塑造兼容并蓄、独立自由的文化品格带来了

张力与限度。 

2. 编辑选择因素：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虽然以商业诉求为导向，但《现代》杂志和普通商业杂志以文本商业化、低俗化的运作模式不同，

它始终是以不影响文化品味为前提的。办刊伊始，《现代》就确立了三个原则：首先，要把《现代》办

成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以和同人杂志区别开来；其次，要把杂志“编成一切文艺嗜

好者所共有的伴侣。”2 同时，“杂志的内容，除了好之外，还得以活泼，新鲜，为标准。”3 这三个原

则是否完全落实有待商榷，不过，通过《现代》杂志多重参与主体的具体实践，它们共同促使杂志最终

呈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 
(一) 编辑群：雇佣关系下的价值斟酌 
早在《创刊宣言》中，施蛰存就阐明了刊物“非同人”的立场，他本人在筛选作品时一旦发现有不

少投稿模仿他的历史小说和意象诗，便会马上诚恳地告诉读者：“我自己的创作，取得是那一条路径，

这在曾经赐读过我的作品的人，一定会明白的。但是我编《现代》，从头就声明过，决不想以《现代》

变成我底作品型式的杂志。我要《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这是我的私愿。”4这段话其实可

以阐明编辑群在《现代》杂志起到的主要作用和担任的两种角色。一方面，以施蛰存、杜衡、戴望舒、

叶灵凤等为代表的编辑群体的存在使杂志筛选标准趋向多元；另一方面，《现代》杂志的编者往往具有

编者的“我”和作者的“我”双重身份，在施蛰存的观点中，二者应尽可能地做到互不影响。 
基于这样的立场，编辑群对当时的各流派作品基本呈欢迎态度。《现代》不计流派之间的龃龉，广

纳文稿，举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或者海派、京派、湘西山水、四川民风、东北沦陷

区的各类地域文学，或者左翼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或者都市文学、乡土文学……都能在《现代》

的版面中占据一席之地；各种文学体裁，诸如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戏剧、杂感、随笔、游记、书信、

序跋、文学评论、书评、回忆录都被《现代》杂志囊括其中；并且《现代》极度重视对世界各国文学与

 

 

2《编辑座谈》，载《现代》1932 年 1 卷 1 期。 
3《编辑座谈》，载《现代》1932 年 1 卷 4 期。 
4《编辑座谈》，载《现代》1932 年 1 卷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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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消息的翻译、引介。同时，他们并不拘泥于文本作品，而能充分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为木刻、

绘画、广告等艺术形式留出版块。开放性的编辑选择，极大地拓宽了《现代》的商业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中不乏引入张天翼、魏金枝、巴金、瞿秋白等明显具有“左翼”倾向的作

家作品，也积极刊登与无产阶级艺术相关的信息、作品，但其选择因素和其他同人党派刊物并不相同。

在刊物编者看来，文艺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与文学自由观念以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为准绳，而有了“非

同人”的姿态和对杂志多元文化价值的追求，《现代》的选编在涉及到政治时也能巧妙地把控。5引进多

种流派的作家作品作为有助于建构具有多元价值指向的文化场域、同时也为新生的《现代》提供活力和

锐气来源的一种策略，编辑群自然是乐见其成的。 
但若是这类筛选标准稍显直接地和“同人/党派”挂钩，他们则会有所警惕。如施蛰存回忆杜衡时曾

言及：“1924 年到 1937 年三人一直在一起活动。可惜杜衡对政治极敏感，太热衷于从事政治活动，否

则凭他有文学创作和编辑的经历，翻译上的造诣，完全能成为一位非常出色文学批评家及理论家。”[5]
在杜衡介入后《现代》有向“同人杂志”倾斜的倾向，这与现代书局以及前期编辑群坚持维持刊物的非

同人性、从而避免刊物沦为现实政治的传声筒或直接对抗现实政治的不同政见者的编辑理念有所分歧，

施蛰存对此应是持一种批评态度的。这种态度在出版商那里亦如是：张静庐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鲁

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原因是“(一) 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

表的荣誉。(二) 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6]
这两个理由，既道出《现代》选择作品时的商业功利性考量，还呈现出隐含在“非同人”背后的尝试—

—由文学价值向政治底线的转进。 
综合现代书局与编辑群体的选择来看，现代书局基于商业目的的创办动机与编辑群体实现个人理想/

立场的抱负，在杂志编辑中基本是求同存异的，并没有形成价值趋向上的错位。现代书局创办《现代》

的目的并非使之成为纯粹庸俗化、浅表化的利润工具。而以施蛰存为代表的编辑群在观念上实质认同文

学的商业性价值，而后在具体编辑实践中保持着自己的文化政治立场。一方面，这二者相互制约，另一

方面，二者共同的价值追求规约着《现代》杂志品格的生成。可以说，此时的“文学体制与生产方式”

与“文学场域”上参与者的主体性达到了某种糅合状态。 
(二) 读者：消费文化中刊物空间的拓展 
“传统文学强调文学的语言学和伦理学意义，却缺乏从文学与社会市场角度建立文学的接受机制和

运行机制。现代中国文学则从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审美角度确立文学的运行机制，建立文学制度。读

者的接受机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7]处于文学市场运作的体制中，《现代》杂志自然更加重视自己

的读者，并有非常自觉而清醒的文学读者意识。怎样有效的吸引读者的视线，密切文学刊物与读者的联

系，既能争取到更多的读者以获取经济利益，同时又不失刊物的主体精神和现代气质，编辑群为此进行

了一系列尝试。 
从创刊起，施蛰存就意识到与读者有效沟通的必要性，在创刊号的“编辑座谈”中他谈到：“杂志

的编者往往容易，居于自己的一种狭隘的文艺观，而无意间把杂志的气象表现得很庄严，于是他们的读

者便只能是他们的学生了……我将依照了我曾在创刊宣言中所说的态度，把杂志编成了一切文艺嗜好者

所共有的伴侣。”6《现代》杂志上先后开设了“编辑座谈”、“社中日记”和“社中座谈”栏目，作为

编辑群把自己的文学思想、用稿标准以及组稿、审稿、编排等具体的编辑过程向读者汇报的空间。到第

三卷第一期的“社中谈座”更是做出新的修改：“从下期起，社中谈座这一栏目将加一个小标题‘作者·读

 

 

5施蛰存还有这样的回忆：“现代书局老板的想法要使《现代》杂志与政治没有任何瓜葛及没有风险，我则主张不能成为政治党派

的小集团式的同仁帮派杂志，我特别强调‘不是同人杂志’，《现代》是一本‘普通的文学杂志’。”参见林祥主编：《世纪老

人的话——施蛰存卷》(沈建中采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43 页。 
6《编辑座谈》，《现代》1932 年 1 卷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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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编者’，因为这三者缺少了一个交换意见和消息的地方，所以我们预备在每期的本刊中拓两三页的

地位来尽这个义务，读者对本刊有什么意见，本刊作者或编者对于读者有什么征讯或答复，都将选择重

要的在这一栏中发表。”7此栏刚一设立，读者十分踊跃，热情来信，第一期的《作者·读者·编者》已

达到 6 页之数，有的读者从千里以外写信向编者求教如何研究文学和进行创作，都得到了编辑认真的解

答。而实际上，第三卷第二期伊始，“社中谈座”的副标题便改为“读者·作者·编者”，虽然只是微

妙顺序的改变，但依旧可见编辑群努力在消费文化与精英文化中与读者构建健康平等的关系，赋予刊物

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公共性。 
《现代》对读者的重视——首先基于服务的立场，体现的是现代商业活动中“顾客是上帝”的服

务意识，以期获得读者的认可，增加杂志的亲和力，提高刊物的发行量；但同时，给予读者主体对作

者、编者建议、质疑、沟通的权利，极大拓展了作者与编者的刊物二维空间，以读者、作者、编者构

成的“文学公共空间”也以良好的互动性与现场感记录而不断延展至更大的“公共领域”——1930 年

代的上海。 

3. “灰色”的批评空间：自由的张力与限度 

关于三十年代文化媒体“公共空间”的消失，李欧梵认为原因之一是“这种两极化的心态——把光

明与黑暗划为两界作为强烈的对比，把好人和坏人、左翼与右翼截然区分，把语言不作为中介性的媒体

而作为政治宣传或个人攻击的武器和工具——逐渐导致政治上的偏激化，而偏激之后也只有革命一途。”

[1]三十年代持尖锐而有力观点的左翼期刊屡被现实政治之手迅速扼杀，“公共空间”独立自由的特性在

“革命”的语境里并不被容许存在。而借“非同人”的中立刊物立场在出版市场中出场的《现代》杂志

显然并不属于“两极化心态”的阵营，在《现代》杂志，或者说在施蛰存那里，借助杂志的“灰色”面

目塑造当下的批评空间，既实现对政治意味十足的“公共空间”倾轧下“缩小甚至消失”的文学“公共

空间”的反拨，又将自己的文化政治选择暗合其中，凸显着“独立自由”的张力与限度。 
1932 年 7 月开始，《现代》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第三种人”的论争文章，其内容涉及文学的社会

功用、文学的阶级性及文学家是否有自由等问题，具体内容不必赘述。虽然在一般的史家眼中，这场论

争似乎已成定论——苏汶连带《现代》包括施蛰存，都被目为“第三种人”，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对立

面，但个中定位并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关于这场论争，施蛰存担心影响到《现代》的“非同人”立场，“一开头就决心不介入”，在整个

论辩过程中，他也“始终保持这种编者的立场”，并不自己认为也属于“第三种人——作家之群”。[8]
甚至“我本想在本志上写一篇《文艺自由论，〈现代〉杂志，与我》以为答辩，今日晤见苏汶，他说预

备写一篇复文，我遂以我底一点意见告诉他，请他带便写入，我也懒得再多有饶舌，免得更有所误会了。”
8大体上，施蛰存秉持的文学自由立场已经显而易见了，马克思曾经这样论述道：“自由的领域，是在必

要的和外在的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是在狭隘的动物生产领域的彼岸。”[9]肯定了自

由的非功利性。而在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倡导中对于自由的理解显然偏离了这一涵义，其间的教训值得人

们深长思之。在斟酌之下，施蛰存放弃刊登《文艺自由论，〈现代〉杂志，与我》，把重点放在利用《现

代》这一有着特殊内涵的文化场域，设计一种开放的文学论争模式：透明，公开并且严守中立，并不因

为自己与杜衡的私谊而有所偏袒。 
事实上，不仅施蛰存没有介入这场论争，作为杂志主要撰稿人和参与者的戴望舒、穆时英、刘呐鸥

等人都没有发表任何一篇正文表达自己的看法，个中原因在施蛰存给读者的回信中可以暂得解释：“在

目前这情势下，有些文章是不得不含蓄，到并不是故意卖弄机关以图欺骗读者。写文章而不会含蓄，在

 

 

7《社中谈座》，《现代》第 3 卷第 1 期。 
8《社中日记》，《现代》第 2 卷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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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下所可能遭到的运命，想来你也不至于完全不知道吧。”9另外，杜衡的加入给《现代》带来不同

以往的“同人”色彩，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杂志的销路下降，10 利用这种形式的“论争”来吸引读者

的注意，不失为杂志主编采取的一种十分高明的商业运作逻辑下的编辑策略。 
的确，对《现代》杂志而言，这场论争的结果并不是那么重要，只需为其提供充分的空间，对论争

双方采取基本平等的态度，让双方的文艺观点丰富《现代》作为纯文学杂志的文学批评的内容，形成关

涉文艺批评“众声喧哗”的“话语场”，从而进一步增强《现代》的“文学公共空间”性，给人留下“独

立自由”的刊物印象即可。关于《现代》杂志中文化场域与政治空间的关联，一些从商业策略角度观照

《现代》中的无产阶级景观的研究也多倾向于“去政治化”的观点，如燕欣欣引用任白戈《左联回忆录》

中的话：“所有国民党统治下的报纸副刊和文艺杂志都要左翼作家的撰稿，否则就没有销路。资本家为

了要赚钱，报刊杂志的编辑为了要吸引广大的读者，都设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检查，而想尽一切办法

发表左翼作家的文章。”[10]强调编辑群对杂志做的“去政治化”努力，认为杂志其实是站在先锋文学或

是现代思潮的角度介绍左翼文学的。 
然而，综合来看，我更愿意承认在这场论争中《现代》编辑群其实仍保留了他们的政治倾向性。对

编辑群而言，在“自由”的刊物立场中言说政治的过程并没有那么简单。文艺一旦进入社会公共场域，

政治总是如影随形。萨义德就曾尖锐地指出：“每位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宣扬、代表特定的看法、观念、

意识形态，当然期望它们能在社会发挥作用。宣称只是为了他或她自己、为了纯粹的学问、抽象的科学

而写作的知识分子，不但不能相信，而且一定不可以相信。20 世纪的大作家热内就说过，在社会发表文

章的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活；所以如果不要涉及政治，那就不要写文章或发表意见。”[11]杂志的

选编也是如此，不管其所含载的审美意识形态如何强调纯文学，都不可避免传达出与当时的主流或逆或

顺的立场。而上世纪 30 年代，左翼思潮在国际上开始蔓延，国内的“创造社”“太阳社”文艺家们接受

了“拉普”左倾观念影响，又大多接近过现代主义，由此看来，左翼思潮一开始就与“现代”混杂一体，

一度成为青年追逐的“先锋”。并且彼时无产阶级理论在中国仍处于尚未厘清的模糊状态，无产阶级艺

术与现代主义也久久缠绕互渗，这无疑会为标榜“自由”“现代”的《现代》杂志青睐——“现代”与

“革命”的交织正好为编辑群提供一种借“灰色”的杂志空间实现“文艺”与“政治”曲径通幽的思路。 
如何以立足于“文学”的方式微妙介入对现实政治的建构，其实施蛰存早就对此进行了较为明确的

表态：“在政治立场上，我们是左翼，我们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可在文艺上。我们不跟他们走……

我们标举的是，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文艺自由论也是作为一种针对统治者权利政治文化而

采取的策略，并不是从非关政治的角度提出纯艺术的文艺主张。”落实到具体操作中正如杂志的“灰色”

面目一般，编辑群的不介入并不代表决然的游离：“当年参加这场论辩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是彼此有了

解的，双方的文章措辞，尽管有非常尖刻的地方，但还是作为一种文艺思想来讨论。许多重要文章，都

是先经对方看过，然后送到我这里来。鲁迅最初没有公开表示意见，可以是几乎每一篇文章，他都是在

印出以前看过。最后他写了总结性的《论‘第三种人’》，也是先给苏汶看过，由苏汶交给我的。这个

情况，可见当时党及其文艺理论家，并不把这件事作为敌我矛盾处理。”[5]也许正因如此，此次论争形

成的“众声喧哗”的“话语场”并没有出现因多种声音的对峙而彼此冲突、消解的局面。 
中国现代“作为思想体系的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改造社会手段的革命路线与自由主

义路线，它们的分歧，首先是从政治态度开始的。”[12]但这并不能意味着差异于现实的革命路线之外的

任何政治选择都是反革命的，也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理念持有者都会采取相同的政治姿态。杜衡、施蛰

 

 

9《社中谈座》，《现代》第 3 卷第 6 期。 
10“起初几期没有显著改变，因为我同杜衡有一个私下协定，坚持《现代》杂志的‘创刊宣言’原则，但后来变化就越加明显，编

至第五卷后面临各种困境，销路下降，于是我逐渐有所放弃编务，让杜衡独自主持，编至第六卷。”参见施蛰存：《往事随想·施

蛰存》，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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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戴望舒等人曾在 1926 年夏天通过陈均的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和国民党左派，宣传革命的地下工作。据

施蛰存回忆，1927 年 4 月 12 日他就脱离了与两政党的组织关系，“从此没有和国民党发生关系”——

他们三人均失望于政党的特权制，又不想白白牺牲，便都放弃了政治[13]。施蛰存曾自白：“在文艺上，

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11也曾提到葛利尔所说：“所谓政党，是指大多数人的牺牲，少数人掌权享受”

[13]，这种孤独感较为强烈地反映了他对政治与文艺的看法。就政治立场而言，他们已不存在与执政党和

解的可能，也无法认同官方的意识形态，选择远离政治又何尝不是当时较适合此类文人的一种政治态度

呢？施蛰存曾说：“但国民党这方面的文章，我是拦住不登的。”[14]可见他们选择“非同人”的立场本

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反对任何一种声音独大，抵抗政治与艺术的一元化统治，特别是针对国民党方

面的文艺。反对国民党并非无条件地支持无产阶级左翼，只是在三十年代的场域中，无产阶级文艺正好

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他们通过包括无产阶级文艺在内的先锋文艺形式去对抗国民政府钳制的一

元化思想。这种对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制的叛逆在此维度表现为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包容甚至着力传播，具

有一种进步性。12 
就像施蛰存所言“我一直深知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我也不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但是必须作

家出诸自愿。事实上，文学时常不知不觉的在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作家是无法逃离政治氛围的。”[8]以
他为中心的《现代》编辑群并未逃离政治，志在营造一个多元价值自由的公共空间以抵抗一元文化的钳

制——而“第三种人”论争就是一次很好的实践。 

4. 结语 

商品化大潮冲击下的当代杂志，或对市场曲意逢迎，或故作惊人之语哗众取宠。在商业运营目的的

引领下，《现代》杂志以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批评空间的“灰色化”等文学实践尝试塑造中国式的“文

学公共空间”，或者说，生成了一种兼容并蓄、独立自由的文化品格。而总体来看，文艺、政治在《现

代》中绞扭成一股无法解开的绳索，但发言者们真正关心的乃是两者同时作用着的中国的现实，在此过

程中，《现代》终究无法成为真正“去政治化”的场域，事实上，文艺和政治究竟哪个才是编者、作者、

译者们的真正驱动力，也是很难分辨的[15]。《现代》杂志所展现的向外的文学自由观与向内的政治倾向

性，坚持着文学的自身价值，对于文学世界的探索既有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积极意义，也恰恰构成了

对于左翼文艺思潮中过分注重功利化趋向的反拨。在此意义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灰色”的批评空

间中相互依存并又相互克服，与同时期报刊中的“文学”“政治”话语相比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较“公

共空间”所定义的自由而言，又作为一种限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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